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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對於中國人而言，飲食已經不只是滿足人類溫飽需要的生理行為，更是一項非常重要

的社會文化活動。歷經百年，中國飲食風俗的變革幾經移易，“分食”與“共食”在中國仍然是高下

難分。總體上看，整個近現代的飲食方式變革之討論的實質，與其說是一場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

明衝擊後的飲食風俗改革，不如說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飲食文化所歷經的一次現代化的本土嘗

試。在當代公共生活中，新的飲食風俗也將在現代衛生與身體觀念的影響下，通過民眾的傳習與

接受，不斷潛移默化，約定俗成，形成契合當代中國人的飲食實踐模式。 

 

 “民以食為天”，普通民眾對飲食一直都非常重視。對於傳統儒家禮樂文化

而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1]。由此可見，飲食習俗是中國日常生活的重要組

成部分，關乎民眾的生存。現代社會裏，大家往往喜歡熱鬧、團圓的氣氛，一般

都是圍桌共飲，觥籌交錯，親密接觸，不亦樂乎。飲食，不僅僅只是為了滿足人

類溫飽的生理需要，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文化活動。然而，這種歷時悠久、

約定俗成的歷史傳統是否就說明了中國飲食的共食制已經擁有了最大的正當性

呢？ 

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儘管影響飲食風俗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由於近現代以來

西方飲食風尚的傳入、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對衛生安全的宣傳與重視，以及當代中

國人的身體觀發生變化，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圍繞“衛生”與“文明”，展開變革“共

食”這一中式飲食方式的討論。因此，本文嘗試梳理近代以來不同時期有關共食

與分餐的變革與討論，由此我們可以檢視近代以來中國傳統飲食風俗與中國現代

化進程的關係，並且嘗試探究當代飲食風俗將何去何從。 

一、從分餐走向共食 

實際上，中國傳統的日常飲食方式也是經歷了從分餐逐漸轉變為共食的漫長

演變過程，自此以後一直延續到了明清，並未發生重大變化。為了便於展開後續

討論，首先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中國飲食風俗中共食制的發生及演變過程。 

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階段，由於生產力低下，人類只能通過共同勞作來求得

生存，勞動生產的成果並不豐富，生產資料實行嚴格的平均分配制度，採集的食

物也是共同所有，[2]可謂是“天下為一家，而無私織私耕，共寒而寒，共饑其

饑”[3]。食物通過加工後，按照人數平分，然後各自進餐，這是最原始的分食制。

[4]這種飲食模式持續時間十分漫長，即便是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集體生活形

式開始向家庭生活過渡，氏族內部出現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分食”模式也沒有

被改變。但是，史前人類開始大量生產陶制炊具和骨質餐具，[5]這為商周時期“分

食”的精細化提供了物質條件。 



等到商周時期，中國人開始席地而坐，憑俎案而食，人各一份，分食製成為

非常厚重的一種飲食傳統。[6]同時，食材的品種日漸豐富，烹飪的方式不斷變

革，逐漸開始出現“宴飲”的公共飲食方式，也就是說，飲食最原始的“獻祭”意義

經由風俗變遷逐漸隱蔽，開始變成了一種“禮物”的饋贈與共享，共食的形式則具

有建構生者之間“我們屬於同一個共同體”的文化功能。[7]此後，這種飲食方式一

直延續到唐中期，普通民眾恐怕也是如此，《後漢書·逸民傳》[8]中所記錄的孟

光與梁鴻夫妻倆“舉案齊眉”的典故，可謂是對平民日常生活飲食方式的一個側面

寫照。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文化逐漸融合，也帶來了飲食風俗的變化，

最為典型的是這一時期出現了高足坐具。高桌大椅的出現，促使大家開始同桌而

食。[9]在敦煌 473窟壁畫中已經開始出現家庭式的合桌會食場景。但是，這種

情況並不代表大家已經開始“共食”了。實際上，食品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人一份，

只是圍桌而坐，有了“共食”的那種氣氛而已。實際上，在一些晚唐五代的上流階

層飲宴場合中，基於長幼尊卑、主客有別的觀念，還是會在筵席中實行分餐制，

是否“經濟”反而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如南唐《韓熙載夜宴圖》裏面就保留了

一副生動的古代飲宴的分食“現場”。有意思的是，在食桌上的碗碟旁邊分別放著

餐匙和箸，這與現代的飲食餐具擺設無異。相較於先秦兩漢時期的文獻資料多數

只是描述“禮食”或者貴族宴飲的場合，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的圖像資料更加豐富，

也為今人一窺古代民眾生活提供了不少蛛絲馬跡。 

到了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飪樣式的多變極大地豐富了宋代餐桌的菜

色，教坊酒樓、勾欄瓦舍等公共飲食空間的出現，促使飲食文化走向商業化，這

是中國民眾飲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10]另據尚秉和考證，中國人坐椅子圍著

桌邊進餐的情形出現的時間應不早於北宋。[11]自宋以來，美食開始從豪門貴族

走向街頭百姓，從琳琅滿目的饗宴到貼近民眾的茶樓酒肆，極大地豐富了當時百

姓的飲食活動。而且，不管是何種飲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門，“好客”[12]的

中國人常會以豐盛的菜肴來款待客人，席間主人還會“勸菜”[13]，既是主人害怕

客人因為過於謙遜而吃不到美食的緣故，也是主人表達視乎遠客為自己人，並不

見外的一種情感流露，通過“共食”這一中式飲食風俗習慣，主客之間的距離一下

就被拉近了。 

總體上而言，無論是日常的家庭飲膳還是社交性的公共宴飲，中國飲食空間

變成私人性的家庭飲食與公共性的社會聚餐兩種，飲食方式從分食制逐漸變成以

共食制為主，並且由此產生了一些與之相匹配的飲食習俗。中國漢族家庭的日常

飲食一般都是以“戶”為單位開夥，以共食的方式進餐，除非兄弟之間分門別戶，

另立爐灶，否則就算是分家也未必會分爨[14]。即便是分爨，也只是大家庭單位

的一種重組，分家之後的小家庭仍然是“共食”的。自宋以來，中國漢人特別喜歡

在婚喪嫁娶、生日節慶的特殊日子裏大擺筵席，形成一種作為禮物流動的“辦桌”

文化[15]。這種酒席一般菜色豐富、分量足，基於經濟的考慮，都會採用“共食”

的方式開席。更何況，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能與人共桌吃飯，“同吃一盆菜”[16]，

就是一種“與有榮焉”的人際關係建構，“敬陪末座”也不會計較，觥籌交錯間呈現

出一種人情社會的彼此認同。 

二、當中餐遇到西餐[17] 

自明末清初以降，與西方傳教士關係較好的一些中國文人開始接觸到西方的

飲食。康熙時期，安文思、南懷仁編撰《御覽西方要記》，節錄艾儒略的《西方



答問》，介紹了西方的飲食習俗：“每人各有空盤一具以接，專用不共盤，避不

潔也。”[18]但是，西餐及其相關的飲食習慣並未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多少影響。 

1840年後，中國飲食文化再次遇到西餐這個“強敵”。隨著國家的門戶逐漸

洞開，西方大量的咖啡館和西餐廳傳入中國，不少中國人開始出於好奇的心態，

前往西餐館就餐或者直接在家模仿西餐的飲食方式宴請賓客，甚至還有出版專門

幫助培訓人員在家中製作西餐的食譜[19]。這種情況在建立民國的革命年代愈演

愈烈，因為革命人士多有海外經歷，經他們的身體力行，一時之間全國上下“器

必洋式，食必西餐。無論矣，其少有優裕者亦必備洋服數襲，以示維新”[20]，崇

洋之風甚囂塵上。這一時期的上海地區，西餐被民眾稱為“大菜”，而本土的中餐

卻反而稱為“小吃”，吃得起西餐，並且能夠熟練地、符合餐桌禮儀地在西餐館進

餐，被視為是一種個人財富和西方文化涵養的表現。[21]為了方便民眾學習烹調

西餐，時希聖曾在民國 21年（1932）7月出版了一本《中西精美食譜》，[22]

其中就有專門介紹西餐的烹調法，西餐食譜的出版無疑為西餐飲食在中國的廣泛

傳播增加了可能性。但是，當“西餐”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官僚普遍視為一種進

步、文明、高貴的“身份”象徵之時，另一種反對聲浪很快出現，不少人士開始大

聲疾呼“維持國貨”[23]，進食方式的選擇就不再只是日常生活的平常小事，而是

關乎民族氣節的一種身體力行的表態。但是，西餐的繁盛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選

擇，抵制“西餐”的呼籲收效甚微。[24] 

實際上，中西方餐飲之間除了食物和禮儀存在差異以外，最為明顯的差異在

於進餐方式是“分餐”還是“共食”。飲食方式存在這種差異則與兩種飲食文化中的

餐桌形制和飲食主體的社交觀念有關。西方的宴飲空間多為窄長的方桌，食客不

便於取用離自己較遠一端的食物，因此需要事先將食物分配成更小的份額，然後

再提供給食客。就此而言，西方的飲食組織模式是個體性的，食客自己對食物有

相對自主的支配權。相較之下，中國使用圓桌或八仙桌，每個個體與餐桌中間的

菜肴之間的距離是相等的，比較“公平”。[25]加之取食過程是一個“分享”的過程，

與祭祀儀式後的“分胙”[26]很類似，通過食物的分割來連接整桌人的身體，因此，

“共食”也可視為一種人際關係親密的隱喻性行為，體現了中國人重視和氣、熱鬧

的飲食氛圍，在飲食空間上對“整體”的重視。應該說，兩種不同的飲食方式實際

上都是貼近各自飲食主體的飲食風俗，本質上並無高下之別。 

然而，到了 20世紀 30年代，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西方的“衛生”

知識，一些學人通過書籍、報刊向民眾普及有關衛生的“新知識”，民眾瞭解到“肺

癆”與“細菌”、人的體液與疾病傳染之間的關聯性[27]，大家開始出現排斥“人我

津液交融”的情感傾向，這使得以“共食”為標誌的中餐成為所謂開明之士的詬病

對象，尤其是菜肴的“共食”問題。同時還有專業人士指出國人 11種不衛生的“惡

習”，其中就認為“共食”是肺癆“傳染之道”的“一大因”[28]。實際上，中國傳統中

醫學飲食觀除了認為“醫食同源”，講究“食療”和“養生”以外，[29]也非常注重飲

食衛生問題。如張仲景在《金匱要略· 禽獸魚蟲禁忌並治》中“穢飯、餒肉、臭

魚，食之皆傷人”[30]的記載，以及孫思邈《急備千金要方·道林養性》“茅屋漏水

墮諸脯肉上，食之成瘕結。凡曝肉作脯肉不肯幹者，害人”[31]的說法，都是明證。

而且，孔穎達在解釋《禮記·少儀》“凡洗必盥”的說法時，就說“凡飲酒必先洗爵，

洗爵必宜先洗手也”[32]，可見古人非常重視飲食器具的清潔。此外，袁枚在《隨

園食單》中也談到廚房衛生的“潔淨須知”，同樣強調“多洗手，然後治菜”[33]。 



但是，總體上而言，中國傳統的飲食衛生觀念與清末民初西方傳入的衛生知

識存在一個較大的差異，即中國飲食衛生注重的是食物的品質和食具的潔淨這些

外在環境因素，而不強調人自身的身體狀況，自然就不會去考慮改變“共食”的飲

食習慣了。可是，這些西方關於身體與疾病的新知識和新觀念的傳入，卻深刻而

直觀地反映出人與人在衛生健康問題上的身體關係，使得一部分民眾開始反思自

己的日常飲食實踐。同時，在清末民初“中國傳統的負面整體化”過程中[34]，“共

食”所依附的中國飲食也未倖免，一些接受過西方文化薰陶的中國革命激進人對

中國的共食制飲食發起猛烈的批評。有些公共衛生學者更是將中國“大眾雜坐，

置食品於案之中央”的共食與歐美各國及日本那種“不論常餐盛宴，一切食品，人

各一器”的分餐模式相提並論，認為中國飲食“爭以箸就而攫之，夾涎入饌，不潔

已甚”，[35]從而提出“飲食革命論——廢止筷碗共食、實行中菜西吃法”[36] ，

每人兩套餐具以共食，避免病從口入。於是，在這種強大的革命輿論話語主導之

下，加之受到西餐的吸引，當時的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一些調整飲食習慣的新現

象。實際上，當時的廣州人在吃宴席時創造了一種叫“每人每”的用餐模式，即每

位食客“各肴饌一器”，但是價格十分昂貴。雖然這種安排只是為了“昭示敬禮之

意，非為講求衛生而設”，普及度有限，但是依稀也受到了西方分餐制的影響。

[37]可以說，新的現代衛生知識和西方餐飲模式逐漸改變了中國人的身體距離和

人際接觸方式，大家對日常的身體性互動變得很敏感，促使中國民眾重新思考個

人與社會的關係，個人主義式的身體觀被強化[38]。 

較為溫和的學者如伍連德，他認為“最善之法，莫如分食”，但是考慮社會習

俗和中國的烹飪方式，“分食制似不適宜”。於是他提出了一套名為“衛生餐台”的

全新餐飲模式，即“法以厚圓木板一塊，其底面之中央鑲入一空圓鐵柱，尖端向

上，將此板置於轉軸之上。則毫不費力，板可以隨意轉動。板上置大圓盤，羹肴

陳列其中，每菜旁置公用箸匙一份，用以取菜至私用碗碟，而後入口”。[39]這套

辦法只是改變了餐桌的形式，並且隨菜碟增加一副“公筷”，簡單合宜又不失中餐

的樂趣，慢慢成為中餐館和華人家庭喜歡使用的方式。有些地方的餐館還開始了

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做法，廣受歡迎。[40] 

但是，某些人過分追求飲食環境的“衛生”程度，“衛生好潔，不與人共食，

若赴宴，他人已下箸，則弗食之”，遭致周圍朋友的反感，認為這種人“過於養其

身，而忽於養其心”，[41]出現了適得其反的結果，變成了一個缺乏禮數的不文明

人。正如雷祥麟所言，這種現象不僅過於極端而顯得自私自利、不近人情，造成

人際之間的關係疏遠和嫌棄，甚至過度地實踐這種“反社會的習氣”反而容易導致

潔癖感，因疑心重而生病。 

近代以來的“西風東漸”，使得中國飲食方式的選擇不再只是遵從“禮制”教化

的原則，更不僅僅是歷史傳統的一種日常習得。當時的中國人通過對西方現代化

的整體性想像和憧憬，開始以一種現代“城市風景”的眼光來“發現”西方的“分餐

制”飲食模式。但是就其背後的衛生觀念而言，實際上更加強調個人對於公共衛

生這一集體性事務的服從。雖然無論是從群體階層還是地域空間來看，西餐在當

時的社會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確實是有限的，但是與之相隨的“文明”與“衛生”的現

代化思潮卻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民國時期飲食風俗的變革討論，從而掀起了近現

代學者對中餐“共食制”的批判和反思。 

三、集體生活中的分餐與共食 



雖然民國期間批評“共食”的聲音非常強大，同時工商業的發展產生了大批的

職工，他們經常需要在單位裏吃午餐，然而到了傍晚，職工們下班回家之後仍舊

會與家人共食。[42]臨近解放前，有的職工公共食堂採取傳統的共食制，每桌人

數不定，在規定時間內隨到隨吃。[43]有些地方為了加強工人的集體觀念，職工

公共食堂實施包飯制，即每人每日預先進行包飯，可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食量

大小、胃口愛憎來填寫一張飯牌，然後伙房按量做飯。下班後，每人即持牌前往

食堂用餐。[44]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最初幾年，國家機關與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就

餐的方式沿用解放區的供給制度，各機關自行辦食堂，大家在日常工作期間會前

往單位食堂就餐。1954年以後，國家開始實行工資制，但是公共食堂被保留，

各機關單位、廠礦學校都建了食堂，作為對單位職工和師生的一種生活照顧。[45]

在這一時期，職工多是以糧票來支付飯錢，然後各自分餐而食，有時候還會在單

位食堂買飯菜帶回家，與家人一起合家同食，其樂融融。如果遇到加班，單位還

給補誤餐，一般是工人自己打飯，然後共食菜肴。[46] 

如果說，現代化進程中的職業變化和社會關係的個人化傾向[47]，對中國當

代的公共飲食方式變革起到了推動作用，在城市中的職工群體中形成了共食與分

餐並存的飲食模式，那麼 50年代時興起的“愛國衛生運動”則從科學、衛生的理

性角度向普羅大眾推廣了分餐制。雖然中國醫療狀況在民國時期已經得到了很多

發展，但是整個中國的日常生活衛生環境仍然不佳，而且很多流行性疾病與季節

氣候變化關係密切，為了減少各種傳染病的發病率，改善民眾的身體健康狀況，

政府開始向普通民眾普及傳染病防疫知識。時任華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殷希彭

特別撰文《疾病的傳染和預防》[48]，其中就對飲食衛生進行了論述，特別還強

調了“不要和傳染病人同居共食”。實際上，當時有病人的家庭通常也會採用分餐

制的方式來避免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傳染。換言之，如果家庭成員身體都非常健

康，實行共食制的飲食方式也並無不妥。 

進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 1950年代初，受到當時國際外交環境的影響，中國

國家政府在全國展開一場“愛國衛生運動”。1950年代至 70年代中期的“愛國衛生

運動”主要任務是“抵禦外國細菌戰”和“除四害”，積極防治春季流行病和地方

病，培養群眾講衛生的新習慣[49]。一些城市的普通飯館，儘管設備條件不是很

好，但是也在“搞好衛生，保證顧客身體健康”的口號下，千方百計地講究衛生。

當多位顧客一起就餐時，飯館除了為每位顧客準備自用的筷、匙外，還備有公筷

和公匙，並為有病的顧客單獨準備了餐具。[50]某些農村公社還形成了“戶戶用公

筷”的飲食新風氣。[51]在 1958年，中國廣大農村公社開始興辦公共食堂，一些

公社甚至改變了進食的方式，實施分餐制和公筷制，並且注重餐具的消毒處理。

公社還向社員宣傳新的一套衛生習慣，每天刷牙，勤洗澡、勤換衣、勤曬被，飯

前要洗手。這些配套措施的實行，客觀上減少了各種疾病的發病率。[52]而且，

從五十年代初起，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愛國衛生運動，國家政府希

望引導民眾發揚自愛愛人的美德，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工業、農業和科學文化的

強國”[53]。在集體主義生活日益高漲的年代裏，“愛國衛生運動”經由黨的情感動

員，在全國各地不斷地被宣傳和推行。在公共食堂中就餐的民眾非常多[54]，為

了預防“病從口入”，講求衛生，很多地方政府於是在集體用飯時開始推行“公筷

制”, 以“改變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用飯習慣”[55]。這種新型模式雖然在 1950年

時已經有人提出，但是直到人民公社時期，才被視為“一件對人民健康極為有益



的移風易俗的大事情”[56]，得到了廣東、四川、湖南、黑龍江、浙江等較多省市

地區公共食堂的響應。 

總而言之，無論是城市工人還是農村民眾，無論是想努力建設新中國還是要

“改造世界”[57]，這一時期中國普通家庭開始由私人生活變為集體生活，由生產

單位統一管理，不僅希望“幫助婦女從瑣屑的家務下解放出來”，[58]也十分強調

“集體過生活，集體講衛生”[59]的觀念，民眾飲食的公共食堂化客觀上促進民眾

對飲食衛生及消毒措施的瞭解與重視，有利於在集體生活中保障每個農民的身體

健康，提高勞動的出勤率，保證日常生產的正常開展。與此同時，與公共食堂同

時產生的“公筷制”也逐漸走入普通民眾的飲食生活，成為一種自覺選擇的生活習

慣。[60]此外，職工公共食堂雖然初衷是加強職工的集體主義觀念，但是實際上

卻是推廣了分餐制以及分配制度的個體性，對當代中國人社會關係的變革也存在

影響。由此可見，雖然這場“移風易俗”的飲食生活變革並未完成“改造世界的偉

大目標”[61]，但也沒有徹底“失敗”。 

四、“革除陋習”還是“保留傳統”？ 

20世紀 80年代初，以麥當勞和肯德基為代表的新式西方快餐與自助餐餐廳

開始搶灘大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帶來了新的就餐環境、新的裝潢方式、新的

飲食樣式和新的服務模式。這種漂亮、乾淨、舒適的就餐方式，加之隨取隨用的

便捷和快速，很快吸引了大量的中國民眾，同時也形塑了新一代中國人時髦、平

民、衛生與快捷的飲食觀念。有鑒於西式餐飲企業在管理、經營模式上佔據了極

大優勢，不少中國餐飲企業也開始模仿，投消費者所好，逐漸出現了蒸有味、好

功夫、大家樂等實行單人點餐、分餐進食的中式快餐館。無論是西式還是中式，

快餐飲食的“個人套餐化”配餐模式無疑強化了飲食中的個體化色彩[62]，自然也

使分餐制得到更大的彰顯。 

如果說上述新式餐飲經營模式發生變化，使中國人的飲食風俗經由對西方飲

食的想像而被動地發生變化，那麼國家政府不斷強調愛國衛生運動的重要性，特

別是注重改善農村大眾的飲食環境和飲食觀念，並且普遍提倡一種節儉的飲食風

氣，強調國民的個人衛生意識，同樣是影響深刻。1970年代末，中國在經濟飛

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新的話語模式——“改善社會風氣”，並視其為當代精

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部分，逐漸形成新時期以學雷鋒、樹新風、“五講四美”[63]為

核心的國家風俗觀，以便促進城鄉精神面貌和整個社會的風氣改變。[64]興起自

50年代的“愛國衛生運動”為了配合改善社會風氣的新時期國家精神文明建設目

標，其核心價值則變成了“提高我國人民科學文化水平、實現四化的重要內容，

也是反映人們道德風尚和精神面貌，關係中華民族興旺發達、子孫後代健康的大

事”，因此中央要求各相關單位要深入廣泛地開展衛生宣傳工作，“使愛清潔、講

衛生的新的道德風尚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蔚然成風”。[65] 

雖然改革開放後，大眾一直在努力配合國家的政策宣傳，希望建立衛生環保

的生活環境，但是中國接連發生了兩次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則促使中國人開始

主動地變革和調適自身的飲食觀念，不少人士站在現代的“衛生防疫”角度，抨擊

中國的共食制度，認為這是一種“陳舊陋俗”。首先是 1980年代初，某些地方出

現傳染性疾病“肝炎”。經過建國後多方對“衛生”的宣傳，大眾其實對“病從口入”

和“傳染病”的認知已經加深，於是“改變共食為分食，移風易俗”[66]來預防肝炎



傳染的倡議進入大眾的話題。時任衛生部衛生防疫司的官員郭節一同樣認為應該

改變國人集餐的方式，過去中國人都是團團圍坐、菜肴居中、各自伸筷、同食一

盤，從衛生角度看，“是一種不良的吃飯習慣，必須加以改革”。因此，為了防止

疾病傳染，他倡議把吃飯方式由集餐制改為分餐制，各地不妨創造條件加以實

施。[67]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佟之複教授從專業角度提出肝炎可以通過消化道傳

播，因此提倡分餐，改變共食這一“不良的陋習”。[68]針對中國飲食上的“不文明

習俗”、[69]，一些飲食烹飪專家發出“積極改革我國筵席”的倡議，移風易俗，改

變觀念，普及飲食科學知識，“改變那種認為筵席的菜點越高檔、剩得越多越能

顯示主人熱情待客等陳舊觀念”，同時“因地因人而宜，提倡公筷、公勺”[70]。直

到 90年代，這場關於“分餐”與“共食”的討論還尚未停息。相較於國家政府基於“分

餐容易控制菜量，減少浪費，一人一份，衛生方便，不用互相禮讓，有助縮短用

餐時間，也便於餐廳人員實行規範化服務”的考慮，開始在“國宴”上實行分餐制，

[71]民眾對這場討論的回應則較為平淡，家庭飲食無論是日常三餐還是節俗宴

客，仍然以共食制為主。 

第二次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在 2003年春季，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SARS”[72]

席捲了整個中國。一時之間，人人自危，大眾“下館子”的次數急劇減少。“分餐

制”在這場時疫中再次成為一個流行話題。首先，餐飲業為了官方控制疫情和重

新振作食客信心的需要，短時間內從衛生到服務都有了極大的改善，大眾也儘量

選擇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匙。其次，有些媒體甚至認為“非典”給中國帶來七個

轉機，其中就包括改變國人“火鍋式”的飲食陋習，推行分餐制，限定個人酒量與

飯量，減少浪費。[73]同時，中國飯店協會制定了《餐飲業分餐制設施條件與服

務規範》，作為全國 300多萬家餐飲經營企業分餐制的操作指南，並且正式向國

家質檢總局申報為強制性國家標準。[74]但是這種行為被大眾視為激進的強制措

施，而且選擇的主動權在廣大顧客而不在各家飯店手中，因此有人提倡從移風易

俗的角度多做努力。[75] 

儘管經過二十多年的專家學者奔走呼告，期間經歷了“肝炎”和“非典”兩次大

範圍的社會疫情，但是大眾對此仍然是應者寥寥，僅一些事業單位、集體性企業

堅持了“分餐制”。支持者主要是站在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來推廣分餐制。反對者

則主要強調中餐共食是一種“國粹”，體現中國團結和諧的氣氛，分餐是“舶來

品”，“不合中國國情”。[76]誠如王力在《勸菜》[77]中所言，因共食而“津液交流”

的飲食場面確實令人心生不快，有違現代衛生要求，只是僅從“衛生健康”這一所

謂的現代文明觀念就否定中國的“共食制”固然有其科學理性的道理，但未免太過

偏激，恐怕不儘然能解釋時至今日“分餐制”為何仍然無法在中國普通家庭中普及

的事實。更何況，在“非典”時期大家能自發地實行分餐制，一些公共場合的聚餐

也會使用公筷、公勺，本身就反映出中國人實際上很重視飲食的公德，也明白“病

從口入”的道理，並非真的以為“不乾不淨，吃了沒病”。大眾對分餐這種“衛生的

家庭飲食方式”並不太買賬，而是以“傳統”和“西化”的文化認同名義來抵制分餐

制。實際上，相較於過去，中國的醫療水平大幅提高，加之民眾自身的衛生觀念

也被強化，家庭內部的廚房烹飪環境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78]，很大程度上減少

了“病從口入”的風險性。而且，在家庭中實行“分餐制”既顯得“生分”和疏遠，又

令人覺得麻煩，無論是風俗習慣上還是衛生健康角度，中餐的共食方式並未受到

太大的衝擊和民眾的反對，只是相較於過去，西方新式餐飲模式的推廣與普及，



確實有限地提高了當代民眾在公共聚餐時，甚至是家庭飲食中開始選擇分餐的可

能性。 

五、結論 

歷經百年，中國普通民眾的飲食風俗自覺不自覺地幾經移易，“分食”與“共

食”在中國仍然是高下難分，這充分顯示了飲食文化作為一種社會風俗所具有的

傳習性、凝固性和變異性特徵。[79]縱觀近現代以來中國飲食風俗的變遷過程，

儘管影響進餐方式的因素紛繁複雜，但總體上看，無論是民國時期轉動餐台的發

明，還是建國後對“公筷制”的推行，或者是當代對“分餐制”的再次倡議，這些近

代飲食風俗的改革與移易措施與古代的移風易俗思想在理念上存在著極大差

異，如果說傳統的飲食風俗觀是以儒家禮儀為主體的傳統道德倫理為理論根據的

話，那麼近現代以來興起的飲食風俗變革已經開始以西方習俗為參照物，並且不

斷在反省與實踐中形成一種自覺的現代化風俗觀話語體系，影響著中國近現代以

來的飲食風俗變遷。換言之，與其說這是一場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明衝擊後中式

飲食風俗的被迫改革，不如說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飲食文化所歷經的一次主動

的現代化本土嘗試。在“衛生”、“文明”與“獨立”、“個體化”的現代飲食消費觀念

與“分享”、“平等”的傳統人情社交需求之間不斷地協調下，最終形成了今日“共

食”與“分餐”並存、“中餐”與“西餐”兼容的中國式餐飲文化。 

儘管中國人的私人生活在發生變革，民眾的身體觀隨衛生觀念的變化也在不

斷調適。誠如前文所述，中國人並非不重視飲食衛生問題。實質上，“共食制”

不僅僅只是一種基於經濟的考慮來合力分享豐富美食，更是一種“平等”姿態的體

現，正是有這一層傳統文化的人情底色，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共食制恐怕仍然

符合多數普通民眾的飲食就餐觀念。在當代公共生活中，飲食風俗也將在現代衛

生與身體觀念的影響下，通過民眾的傳習與接受，不斷潛移默化，約定俗成，從

而形成一套契合當代中國人的飲食實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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